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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苏格拉底 ( 甚至更早的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等人) 到柏拉图，都对希腊城邦时代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

对当时流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表现希腊神话主题的文学艺术以及城邦民主政治等都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而把眼光投向了感性事

物背后的抽象形态，从而构建了一种与流行的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的、具有阳春白雪特点的形而上学理想。苏格拉底因此而触犯了雅

典民众的传统观念，最终被雅典法庭处以死刑; 柏拉图则被迫流落他乡，终生难以实现自己的哲学—政治抱负，充满了失意之感。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精神在后来以否定姿态来对待希腊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中得以发扬光大，为具有浪漫倾向

和唯灵主义特点的基督教神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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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最早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

中脱颖而出，这种关于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就转化为灵魂得救的天国福音，一个幸福美好的“千年王
国”也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又重新提出了
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虽然这些近代乌
托邦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从基督教的天国救赎福音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解放理想转化的

重要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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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王国”从人间上升到天国

在回溯乌托邦的思想起源时，学者们通常会追寻到柏拉图的 《理想国》。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
以现实中的斯巴达国家为范本，设计了一个由 “哲学王”来进行统治、在统治阶层内部实行财产公
有、以整体性的国家利益作为至上目的的理想社会模型。这种 “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国模式是从他
的理念论哲学中推论出来的，它典型地表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唯心论特点，即注重精神性的理念世界而

贬抑物质性的感觉世界的倾向。就此而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表达了一个苦难民族或苦难阶级期盼
社会解放的政治理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个与希腊大众文化潮流背道而驰的失意哲学家的奇

思异想。①

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一个苦难社会群体期盼政治解放的乌托邦思想，其最初的孕育地并非柏拉

图的《理想国》，而是饱受奴役的犹太民族的弥赛亚主义。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爱琴海畔的希腊人相
比，犹太民族是一个长期遭受外族统治和欺压的民族。自从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在公元前 14 世纪越
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之后，犹太人几乎没有享受过几天自由、独立的日子。从公元前
13 世纪开始，一直到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的公元 1 世纪，在长达 1000 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公
元前 11—10 世纪这 100 年左右的三王 ( 扫罗、大卫、所罗门) 统治时期之外，犹太人先后被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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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利士人、亚述人、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外族所统治，始终过着寄人篱下和
受人役使的苦难生活。长期不得解放的悲惨状况，使犹太民族产生了强烈的不幸意识或罪孽意识。另
一方面，与这种深沉的不幸意识相对应，信仰一神教的犹太民族也产生了一种坚定的选民意识。他们
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的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祖先 ( 亚当、夏娃) 和族人的罪孽所致，但是上帝在惩
罚他们、让他们遭受了磨难之后，将会派一位拯救者来解除他们的罪孽和苦难，使犹太人最终过上幸
福的生活。这种相反相成、彼此砥砺的不幸意识与选民意识使得犹太民族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顽强地
期盼着一位复国救主的出现，这种对于解放的强烈期盼就逐渐形成了犹太教关于弥赛亚将临的预言。
早在公元前 8 世纪，犹太人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上帝耶和华将派一位人间救主来解救犹太人的

预言。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先知书中，就已经预告了耶和华将派他的儿
子来做犹太人的“和平的君”，“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先知耶利米以上帝耶和华的名义明确
宣称: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① 到公元前 6 世纪，在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二世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去做苦役期间 ( 即“巴比伦之囚”期间) ，犹太教的祭司们预言上帝指
派的一位复国救主马上就要来临了，他们把这位复国救主称为 “弥赛亚”②。公元前 4 世纪以后，在
希腊塞琉西王国和罗马帝国相继统治期间，犹太人中间关于弥赛亚将至的预言愈演愈烈。处于被奴役
状态之中的犹太人普遍相信，弥赛亚就要降临成为犹太人的王，把犹太人从外族人的统治下解救出

来，并带领他们来到流着甜酒和奶的美好地方，过上一千年的幸福生活 ( 即 “千禧年”或 “千年王
国” ) 。在弥赛亚统治的国度里，不仅犹太人不再受外族的欺侮，而且连自然界中的一切暴戾之事都
将终止。“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它
们。”③ 这样一种“千禧年”的美好状态，就是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所表达的乌托邦理想，它的实质
就是一个苦难群体 ( 犹太民族) 对于社会解放前景的强烈期盼。
但是到了基督教产生之后，由于基督教脱离了犹太民族的狭隘范围而来到罗马帝国的广大疆域中

传播，所以它对犹太民族的社会解放理想就不再感兴趣。虽然基督教信仰最初也是在罗马帝国的苦难
人群———奴隶、无产者和贫民———中间传播，但是在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中，这些苦难人群的阶级解
放理想比起犹太人的民族解放理想来，要显得更加遥远和渺茫。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无望，基督教开
始把得救的希望推向了彼岸世界，幸福的 “千年王国”也被搬到了天上，于是犹太教的社会解放理
想就逐渐转化为基督教的灵魂救赎福音。虽然 “基督”就是 “弥赛亚”④，但是基督教信仰的 “基
督”与犹太教期盼的“弥赛亚”有着两点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基督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复国君王
了，他成为所有信仰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或哪个阶级———的普遍救赎者，这一区别使基督教
超越了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藩篱而成为一种普世性宗教; 第二，基督把犹太人追求社会解放的政

治理想变成了基督徒盼望灵魂救赎的宗教福音，把得救的希望从人间搬到了天国，从而完成了从一种

政治乌托邦向一种宗教理想的转变。
基督教既然源于犹太教，那么它也难免会受到弥赛亚主义 “千禧年”理想的影响。在以犹太人

为主要成员的初期基督教中，关于苦难的世纪即将结束、“千年王国”即将来临的信念也是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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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圣经·以赛亚书》，第 9 章，第 6—7节; 《圣经·耶利米书》，第 23 章，第 5 节; 第 30 章，第 8 节。
“弥赛亚”为希伯来文 Mshiah一词的音译，意即“受膏者”。古代犹太人拥立君王时，要在受封者头上涂抹羊膏油，以示

尊重，所以“受膏者”即君王。
《圣经·以赛亚书》，第 11 章，第 6 节。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的，它坚信出生于伯利恒的耶稣就是犹太教预言中的弥赛亚。当基督教脱离犹太人的范围到

外邦人中去传教时，它开始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取代希伯来语作为传教的主要语言。在希腊语中，“受膏者”或“君王”写作 Christós，
音译即“基督”，故而“基督”就是“弥赛亚”。



的。信徒们普遍相信，上帝的国不久就要降临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使受苦受难的人脱离灾难，让他
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同时获得解放。但是，随着外邦人基督教的崛起，基督徒们对于改善犹太人生存
处境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 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苦难，基督徒开始用一种关于彼岸幸福的信仰来抚

慰绝望的心灵。于是，现世解放的政治乌托邦就逐渐被彼岸得救的宗教福音所取代。“千年王国”也
被搬到了天上，上帝的国不再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而是在另一个世界即彼岸世界中存在，或者作为一

种信仰在人们的心中存在。进入上帝之国的将不再是负罪的肉体，而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耶稣作为
基督或弥赛亚，并没有把上帝的国带到人间来，而是把信仰者的灵魂带到了上帝的国中间去。这一
“来”一“去”的区别，表明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差异，即社会解放理想与灵魂得救福音之间的
差异。
这一转化明显地表现在 《新约》福音书中，当年耶稣与犹太宗教知识分子法利赛人的主要冲突

之一就在于，耶稣是否带来了上帝的国。耶稣被他的门徒们认作弥赛亚，但是掌握犹太教律法解释权
的法利赛人却不予承认，反而指责耶稣是一个骗子。法利赛人的理由是，按照先知们的预言，弥赛亚
的来临马上就会给犹太人带来一千年的幸福生活，然而耶稣并没有带来上帝的国，因此他只是一个摇

唇鼓舌的骗子。而耶稣却反驳道，他带来的只是关于上帝之国的福音和信仰，而不是肉眼可见的现世
幸福。《路加福音》记述道: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
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① 这种对
于上帝之国的不同理解，典型地反映了犹太教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与基督教向往彼岸得救的宗

教福音之间的区别。后来，当罗马总督彼拉多听从法利赛人的诬告，审问耶稣是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
时，耶稣明确地回答: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②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并没有像犹太教先知所
预言的弥赛亚那样，把上帝的国直接带到人间来。但是他却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昭示了一种关于上
帝之国的福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法利赛人幸灾乐祸地嘲笑道: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③ 然而，耶稣并没有从十
字架上走下来，而是把自己作为祭品牺牲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很快又通过死而复活的奇迹昭示了一种

关于上帝之国的全新概念。现在，上帝的国已经不再在人间实现了，而是被搬到了肉体死后灵魂才能
进去的天堂。耶稣本人已经通过十字架受难和死而复活的否定辩证法作出了表率，所有信仰基督耶稣
的人，都有可能像他一样死而复活，众人的灵魂由于对基督事件的信仰而获得了救赎的福音。
这种关于死而复活的“救赎说”使得基督教具有了一种超越的浪漫色彩。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

“千禧年”理想主要是一种现世解放的政治乌托邦，它使人们期待不久将至的人间幸福，上帝之国在
人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然而，基督教的 “救赎说”却通过向死而生的否定辩证
法而宣扬了一种灵魂得救的宗教福音。犹太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 “千禧年”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屡遭
挫折，数百年来都无法实现，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空洞的乌托邦，逐渐失去了感召力。基督教的
“救赎说”却通过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而传播了一种此生受苦、来世享福的宗教信仰，它告诉人们，幸
福的“千年王国”不会在有血气的此生实现，而是在肉体死后的灵性世界中。这样一来，基督教信
仰就取代了犹太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政治乌托邦，把得救的希望从此生推向了彼岸。
上述转变的发生，归因于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精神。与犹太教关注现实生存处境的取向不同，基督

教把眼光从现实生活转向了灵性理想，试图通过一种灵魂得救的福音来超越现世的苦难。基督教的这
一特点显然是受了希腊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正是具有强烈超越倾向的希腊形而上学 ( 尤其是柏拉

图的理念论) 将基督教从一种社会革命理想提升为一种灵魂救赎神学。在这方面，具有深厚希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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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圣经·路加福音》，第 17 章，第 20－21 节。
《圣经·约翰福音》，第 18 章，第 36 节。
《圣经·马可福音》，第 15 章，第 31－32 节。



化教养的使徒保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撰写了 《新约》圣经中的大部分书信，而且还使基督
教摆脱了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走上了一条神秘的灵性道路。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著名
学者罗伯逊认为，保罗“宣传一种神秘教，把其中有关革命宣传的基督·耶稣 ( 按照以往的西文译
法，往往在基督与耶稣之间加一圆隔点，现在一般不加此隔点。但所引原文如此，故保留此隔点。笔
者注) 化成了一个能使凡人化为不朽的神灵。他把天国从现世搬到了来世”①。
另一方面，公元 1 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强盛状况也使得任何现实革命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流于失

败，这种此世解放的无望进一步加强了来世得救的信仰。所以在最初发展的那几个世纪里，基督教的
信仰者们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始终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谦卑姿态，而拒绝使用任何暴力革命的

反抗方式，支撑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心理根据仍然是关于彼岸得救的信仰。现实生活状况越令人绝
望，基督徒们就越是对另一个世界抱有希望; 而这种关于彼岸的希望越强烈，他们对于现世革命的兴

趣就越淡漠。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指出，由于罗马征服者已经用 “荡平一切的
铁拳”把那些被征服的弱势群体的现实解放希望砸得粉碎，所以这些具有不同背景的无权者———债
务奴隶、破产自由民、战俘奴隶、失去土地的小农等等———在罗马帝国的处境中就只能找到一条共同
的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
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
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基督教出现了。
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
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②

这样一来，社会革命的乌托邦在希腊形而上学的灵性指引和罗马帝国的强权压迫之下，就逐渐转

变为灵魂得救的宗教福音了。
到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满目疮痍的 “黑暗时代”和蒙昧闭塞的中世纪，面对着连接不断的战

乱、灾害和瘟疫，人们更是对现世幸福丧失了信心，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的来临。
再加上罗马天主教会逐渐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形成了铁板一块的专制统治，对于任何
可能动摇其权威地位的 “异端”都采取赶尽杀绝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一切社会革命的乌
托邦理想都只能打着复兴早期基督教纯洁信仰的旗帜来进行，把现实的经济、政治诉求掩藏在宗教热
情的外衣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如 13 世纪遭到罗马教会和法国国王联合镇压的阿尔比派，来自法国
下层民众的华尔多派，以及 15 世纪胡斯战争中出现的塔波尔派等等。这些主要由穷苦农民和城市贫
民组成的宗教派别把取消农奴制度、平分贵族土地甚至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革命要求掩饰在反对罗马
教会的专制统治和腐败行径的口号下面，试图通过建立自由平等的独立教会，来实现经济平等和政治

改革的社会目标。但是这种以宗教变革的形式所表达的社会乌托邦理想最终都被罗马教会打上了
“异端”的烙印，遭到了教会和国王的残酷镇压。

“千年王国”从天国下降到人间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们猛烈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
的信仰虚假和道德腐化现象，主张回归早期基督教的纯正信仰。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
统天下的专制格局，虽然路德等人的主观愿望是要回归早期基督教的淳朴状态，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却在

客观上推动了自由精神的生长、民族国家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西方现代文明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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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时代，随着西欧各国封建王权借助民族教会的力量而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下层民众

追求社会变革目标的乌托邦理想也再度被激活。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对准了罗马教会的宗教信
仰状况，那么乌托邦理想则试图改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在 16 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两位近代
乌托邦理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就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两个人一个从理
论上设计了乌托邦蓝图，另一个则在现实社会中将乌托邦理想付诸实施，从而共同为后世乌托邦的发

展演化奠定了基础。
托马斯·莫尔在 1516 年写成的《乌托邦》 ( 全名为 《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

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 一书标志着近代乌托邦的正式产生。在这本书中，莫尔借一位航海家拉斐尔
·希斯洛德之口，介绍了南半球的一个岛屿———乌托邦岛———上的社会制度。这个岛国的最大特点就
是取消了私有制，全部社会财富都归全体乌托邦人所有，岛上居民遵循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原
则，过着一种幸福的生活。在乌托邦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一切奢侈性的奇技淫巧均属禁绝
之列，人们对金银财宝也持一种鄙夷的态度。在乌托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市区中心的货物市
场上供大家自由领取，由于货物供应充足，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没有任何人会领取超

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
每人富裕。”① 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所以乌托邦的人民就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公共生活方面。乌
托邦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代议民主制，由全体居民通过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出国家的领导人。乌托邦人
尊重学术，普及教育，提倡公共道德，实行宗教宽容，整个社会风气淳朴纯正，人民生活欣欣向荣。
莫尔认为，在任何地方也不会有生活得如此 “秩序井然”的人民和治理得如此“幸福繁荣”的国家。
莫尔是英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其挚友、荷兰人文主义巨擘伊拉斯谟一样，一方面对罗马

教会的腐败堕落充满了愤慨，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着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这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使得他
们既不愿意像路德等宗教改革家那样与罗马教皇公开决裂，同时又对病入膏肓的罗马教会束手无策。
此外，莫尔本人在仕途方面也历经沉浮，深知宦海之凶险。② 正是这种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苦恼使
得莫尔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种美好的乌托邦理想上，虚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世外桃源来抒发自己的政

治情怀，就如同伊拉斯谟只能通过 《愚蠢颂》的嬉笑怒骂方式来发泄内心的郁闷一样。但是莫尔寄
托政治抱负的《乌托邦》一书却开创了西方近代乌托邦理想之先河，重新表达了在人间实现 “千年
王国”的愿望。从此以后，在西方近代社会中，政治上的人间乌托邦又开始取代宗教上的天国福音
而成为苦难群体的心灵抚慰所，成为被压迫者努力追求的现实目标。17 世纪的另一位著名空想家康
帕内拉认为，莫尔“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
家，或者至少建立这种国家的个别基础”③。康帕内拉在莫尔 《乌托邦》的基础上，进一步虚构了
“太阳城”的理想社会。在“太阳城”中，人们不仅取消了私有制，而且也取消了家庭，一切财产和
配偶都实行公有制。在以后的世代里，无论是 17 世纪温斯坦莱和英国 “掘地派”所向往的 “真正自
由平等的共和国”，还是 18 世纪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人所构造的理想社会制度，以及 19 世纪圣
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打上了莫尔《乌托邦》和康帕内拉
《太阳城》的深深烙印。
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欧社会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出了小鸡。”同样，

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 《乌托邦》一书中所设计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也在德国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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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米尔豪森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建立的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如果说路德的
宗教改革旨在重振早期基督教的纯正信仰，那么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则走得更远，他们要回到犹太教的

弥赛亚主义，在人间重建“千年王国”。路德的改革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改革，他并不想改变德国现
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他追求的只是信仰的自由。然而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则不仅要进行宗教改革，而且
还要进行社会改革，他们除了信仰的自由之外，还要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在公元 1 世纪的罗马
帝国中，基督教曾经把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 “千年王国”从人间搬到了天上。到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
革运动中，闵采尔则要通过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重新把 “千年王国”从天上拉回人间。
托马斯·闵采尔原本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早年受过良好教育。1519 年，闵采尔来到维腾堡，受

到路德神学思想的影响，投身于宗教改革阵营。后来他先后来到茨威考和波希米亚等地，与胡斯派余
党和再洗礼派思想先驱施托赫等人相联系，彼此在关于 “千禧年”即将来临的观点方面不谋而合。
1522 年闵采尔回到德国图林根地区的阿尔斯特德城出任神父，开始提出比路德更加激进的宗教改革
和政治改革主张。他不仅猛烈地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而且也从根本上颠覆了
基督教的天国理想，把“千年王国”从彼岸拉回到现世。他也像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一样，预言作为
一个救世主的基督即将重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由基督亲自治理的人间天国中，没有私有制和
阶级压迫，没有邪恶和欺诈，只有幸福、平等和公义。“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
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① 但是这
个美好的人间天国不是等来的，而是要靠信徒们去争取、去建造，在它来临之前，“整个世界必须忍
受一次大震荡”。与路德的和平主义基调不同，闵采尔主张暴力革命，他在传道中宣称: “基督就说:
‘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
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
毫无慈悲地消灭掉。”② 闵采尔不仅是一个宣传鼓动家，而且也是一个革命实践者。1525 年 3 月闵采
尔在德国米尔豪森地区发动并领导了农民起义，成立了 “永久议会”。他号召人民推翻官府的统治，
没收封建贵族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和财产公有制度。同年 5 月，起义军在弗兰肯豪森与
诸侯联军决战失利，闵采尔负伤被俘，在受尽严刑折磨之后，慷慨就义，临死前还高呼: “千年王国
一定会实现!”闵采尔成为近代乌托邦理想的第一个殉道者，他的失败 ( 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
是由于他的乌托邦理想超出了那个时代所能够承受的限度。16 世纪充其量只是一个宗教改革的时代，
而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所呼唤的是一场重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文化变革，而不是一

场彻底颠覆封建制度的政治变革。因此，路德等人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成功了，而闵采尔领导的社会
革命却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闵采尔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思想对再洗礼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洗礼派是在宗

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于德国下层民众的一个教派，该派的信徒们由于苦难的现实处境，所以在宗教问题

上采取了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更加激进的态度。他们主张严格地按照 《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要求
废除圣像、取消弥撒，尤其是否认罗马天主教会对婴儿施洗的宗教效力，主张只有那些自愿追随基
督、在个人灵性上经历了重生的成人才有资格接受洗礼 ( “再洗礼派”因此而得名) 。1525 年初，以
格雷贝尔为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虔诚信徒在苏黎世郊外创建了再洗礼派，该派很快就在德国下层民众

中间掀起了一场狂热的群众性的信仰复兴运动。一部分再洗礼派信徒参加了 1525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
并且在这场战争失败后遭到了教俗当局的联合镇压。
在 16 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路德宗由于得到德国诸侯们的支持而获得成功，成为德

国部分邦国和北欧国家的官方宗教信仰; 安立甘宗本身就是由英国国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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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高派色彩; 加尔文宗虽然是由日内瓦共和国的市民们所创建，但是它仍

然与世俗的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再洗礼派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它的信仰者主要来自于社会的
底层，响应其宗教主张者大多是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它与任何政治权力都无关。因此，再洗礼派
不仅受到了天主教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且也遭到了各个新教教派的共同攻击。特别是在德国农民战争
失败之后，西欧社会的各种教俗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以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再洗礼派信徒。他们把那些
在河水中进行重新洗礼的人投入水中淹死，用这种方式来讽嘲再洗礼派。1529 年召开的斯拜耶宗教
会议把再洗礼派斥为“异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同意要对这些 “异端分子”处以极刑，于是成
千上万的再洗礼派信徒纷纷死于水淹或火烧。然而，苦难的逆境却进一步加强了再洗礼派信徒的坚定
信仰和不屈意志，也使他们把宗教改革的主张与社会改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在闵采尔之后继续践行在

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顿对再洗礼派的特点总结道:
这些男男女女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与任何国家的宗教都不相符，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触犯政教同一的原则。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 再洗礼派运动是在下层群众中传播的，正
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如此频繁地遭到迫害。这个运动具有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因素和 ( 像人们
所认为的那样) 革命的危险。①

早在 1524 年，闵采尔就与瑞士改革派中的一些激进成员———他们中有些人不久以后成为再洗礼
派的创始者———有过接触。虽然后者拒绝接受闵采尔的暴力革命主张，但是却认同他关于人间 “千
禧年”的乌托邦理想。再洗礼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布迈尔就是闵采尔的挚友，闵采尔在农民起义军中
的一位部下汉斯·胡特后来成为摩拉维亚再洗礼派中大力宣传千禧年主义的领袖之一，甚至连在闵斯
特公社中自封“大卫王”的再洗礼派领导人詹·博克尔松，也是闵采尔思想的热心鼓吹者之一。

1525 年德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一些悲观失望的农民纷纷到再洗礼派所宣扬的社会平等理想中去
寻求安慰，他们放弃了闵采尔的暴力革命路线，转而采取一种和平主义策略。为了躲避西欧教俗统治
者的迫害，一些再洗礼派信徒转向了摩拉维亚、匈牙利、乌克兰等偏远之地，在那里实行一种共同劳
动和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制度。1534 年，一些来自尼德兰的再洗礼派移民控制了德国威斯特伐利亚
地区的闵斯特城，他们的领袖是一位名叫詹·马蒂斯的面包师。马蒂斯以先知以诺自居，他像闵采尔
一样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个邪恶的世界，宣称上帝已经选择了闵斯特城作为 “新耶路撒冷”。不久以
后，马蒂斯在与围城的贵族军队作战时身亡，詹·博克尔松成为闵斯特城的新领袖。这位来自莱顿的
裁缝自封为“大卫王”，他不仅继续强行推进马蒂斯的财产公有制度，而且根据当时闵斯特城男少女
多的状况 ( 男人约 1700 人，妇女人数是男人的 4 倍) ，公然提倡多妻制。他本人就娶了 16 名妻子，
包括他的前任马蒂斯的遗孀。此举与基督教历来奉行的一夫一妻制相冲突，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反
对，也给再洗礼派的敌人们提供了镇压的良好借口。在坚持了 16 个月以后，闵斯特城终于在天主教
军队和路德教军队的联合围剿下沦陷，博克尔松和大批再洗礼派信徒惨遭杀戮。闵斯特公社的实践背
离了再洗礼派不使用武力的信条，财产公有和多妻制度更是使再洗礼派名声扫地。沃尔克对闵斯特革
命的历史后果评论道: “对德国再洗礼派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人们从此认为这种狂热是再洗礼派
的特点，再洗礼派也成为一种耻辱的名称。但对路德派而言，这场革命使他们获益匪浅。路德派此后
没有再洗礼派和它竞争，但这场革命却使路德派比从前更加成为王侯和中间阶级所同情的宗派。”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再洗礼派的狂热与偏激，加速了温顺而理性的路德教在德国的合法化过程; 社会

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的破灭，进一步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既定成果。
闵斯特公社失败之后，再洗礼派遭到了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英国安立甘教的一致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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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再洗礼派难民被各地的世俗统治者杀害或驱赶。残存的再洗礼派除了在摩拉维亚、匈牙利等地
勉强维持之外，还有一些人聚集到荷兰的门诺派名下。门诺·西蒙斯原是荷兰的一名天主教神父，就
在闵斯特革命失败的那一年他接受了再洗礼派的洗礼。但是门诺与马蒂斯、博克尔松等人最大的差别
就在于坚持和平主义原则，他明确表示反对闵斯特公社的暴力手段，同时却四处奔走为再洗礼派的受

难者提供帮助。正是通过门诺的努力，再洗礼派的薪火才得以传承，门诺派也成为再洗礼派的直系支
脉之一。时至今日，门诺派已经拥有一百多万名信徒，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 65 个国家中。今天人们
在美国俄亥俄州、宾夕法利亚州等地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过着集体生活、拒绝现代化交通工具、赶着马
车穿过大街的男人和头戴无沿呢帽的妇女，他们就是再洗礼派在现代社会中的传人。

16 世纪几乎所有获得成功的新教教派都受到了世俗权力的庇护和支持，唯有再洗礼派始终与国
家权力保持着距离。它的信徒们或者像闵斯特派那样试图运用武力来对抗现实的教俗权力，或者像门
诺派那样采取和平避让的方式来寻找一片世外桃源。但是他们的改革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改变
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在人间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 “千年王国”。这个目标由于超越了那个时代的
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注定了只能是一个美丽而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但是这种与一切现实的国
家权力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特点，却从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近代乌托邦理想一直延续到科学共产主
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
西方一些学者 ( 如罗素等) 都注意到了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文化相似性，注意到

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恩格斯在比较二者的异同时指出: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
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基督教和
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 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

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① 如果说在古代，基督教曾经把犹太教弥赛
亚主义的“千年王国”从人间搬到了天上，那么到了近代，正是莫尔、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在人间重
建“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构成了从基督教信仰到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重要中介，使人们再次
把得救的希望从虚无缥缈的天国转向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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